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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宫体诗与花间词最大的相似点在于两者对于“女性”的热切关注。当然，在宫体诗以前的时代，女性就是诗人笔下描绘的热点，自《诗经》、《楚辞》起就有大量声情并茂的女性主人公。这种对于女性的关注到建安时期开始式微，身处一个战乱纷纷的时代，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进而建立功业成为士子们的头等大事。所以，建安时期不乏洋溢英雄气概的诗章。尔后，太康诗坛玄言风起，大家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游仙、谈玄上；厌弃玄言后，诗人们继而争相描摹山水。可见，从建安以至梁代，诗人们已疏远女性很久，是宫体诗将诗人的注意力从仙道山水拉回到人自身，这是中国诗坛上第一次将女性放到了诗歌的表现中心。宫体诗在盛唐以后渐渐沉寂。大唐盛世给了诗人无限自信，他们渴望有为于世，彪炳千秋。这一时期虽有以女子为抒情主体的宫怨诗，但只能算是几朵浪花，成不了主流。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危机四伏，现实使诗人们的理想破灭。当热情冷却下来，诗坛上“回归齐梁”的风气抬头，诗人们大写艳诗，将热情再一次投注女性身上。当然这种风气对整个唐诗而言构不成主流，但是对晚唐五代新兴的小词而言可谓影响深刻。小词给了文人们一个可以抒发对女性美恋慕的舞台，开创了“词为艳科”的文学观念，也形成了继宫体诗之后的第二个表现女性的高潮。

宫体诗与花间词一前一后，都产生在由一个大一统盛世走向另一个一统社会的纷乱、动荡的历史间歇时期内。一样的胡人与汉人的大冲撞，一样的偏安小朝廷，一样的风流倜傥文辞糜艳的暗弱之君，一样的才俊侍臣，成就了这两种内容、风格相似的体式。

一、概说

   （一）宫体诗的概念

    所谓宫体诗，是指梁陈以来宫廷文人所作的艳情诗。《南齐书•文学传论》称这一诗派“ 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诗作多写美女艳情，重声韵，色彩绮丽。

   （二）花间词的概念

花间词，得名于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内容多描写美貌女子，风格柔靡，开创了“词为艳科”的词学传统。

   （三）审美规范的不同制约文学形式的不同

    某种文学形式必受制于某种审美规范。韦勒克指出，研究“文学上某一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另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可以说，文学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部范式演变史。这些审美规范就包括本文将论说的“抒情范式”。王兆鹏先生认为抒情范式即词人在作品中“遵从或建立一种审美规范或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范型，这个范型包括作品本体上的形式法则，也包含创作主题把握、表现外在的现实世界与内在心灵世界的方式。”由此察之，宫体诗与花间词就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抒情范式——宫体范式与花间范式。宫体诗绝大部分是以男性对女性人体美的欣赏落笔的：从玉指、温腕、雪肌到娥眉、丹唇、玉齿，从显示出人体线条的削肩、细腰到展露人物神情的媚眼、笑靥等等。这就使宫体诗呈现出体物的特征，即用类似静物写生的手法来描摹女色，很少触及女子的情感世界。花间词题材虽专写闺阁、咏女性，但反映了那个时代各阶层的女性生活，内容较宫体诗广泛、深刻，并非象宫体诗人那般矫情，也没有宫体诗人那股媚气，而且词作中融入了词人自己的感情，可称得上是缘情之作。故而，宫体诗审美情感类型化、物象化、感官化，审美意象的单一化、直观化，形成了一种以体物描摹为主的范式。而花间词审美情感情感化、人性化、心灵化、重雅趣，审美意象复杂化、内质化，形成了一种景真情真、写意显志的范式，审美主体和客体形成了一种和谐优雅的关系。本文试从抒情内质、抒情身份、审美情趣与态度及情感层次等四方面来比较两者在抒情范式上的差异。

    二、类型化与情感化

   （一）宫体诗的类型化
    宫体诗专写冶容媚态、锦衣绣衿、美玉佳玩，专注于以欣赏的态度、精巧的形式描绘后宫女子的生活情态，衬之以月露风云，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呈现出抒情内质类型化的特点。他们的创作多为一种无聊的体物应制，往往是拿创作当玩味消遣，并非感情郁积而发乎中。

宫体诗中的女性，除了羞窘妩媚，还是伤春愁弱。“红脸桃花色，客别重羞看。”（ 陈后主《 紫骝马》）“ 摇兹扇似月，掩此泪如珠。”（ 萧绎《 戏作艳诗》）“ 眉含黛俱敛，啼将粉共流。”（ 阴铿《 秋闺怨》）这些诗虽涉及到宫闱闲愁，弃妇哀思等等不同的内容，但是写来写去不外是“倡人怨独守，荡子游未归”，“不堪寒夜久，夜夜守空床”，“早知长信别，不避后园舆”一类的慨叹与怨语。读多了，就觉得题材雷同，手法近似，很少有新境界、新视角。这类诗歌有着明显的随题敷衍的倾向。作品只是根据预定的题义去敷衍成篇，而不是内在情感驱动的产物。这类诗中有许多诗歌在诗题上有“赋得”、“奉和”、“应令”等字样，表明这些诗是应酬交际的产物。“赋得”也有佳作，但浮泛肤浅，却是它的通病。例如刘孝绰《夜听妓赋得乌夜啼》、江总《赋得空闺怨》:

弦且辍弄，鹤操暂停徽。别有啼乌曲，东西相背飞。倡人怨独守，荡子游未归。若逢生离唱，长夜泣罗衣。

荡妻怨独守，卢姬伤独居。瑟上调弦落，机中织素余。自羞泪无燥，翻觉梦成虚。复嗟长信阁，寂寂往来疏。

这些诗歌大抵都是根据题意，或者堆砌一些典故，或者沿袭陈辞，敷衍而成。但都是打造出来的情感思绪，是诗人们戏作唱和之作。故而，宫体诗在表现女性美和内心世界时往往千篇一律，其类型化的特点非常明显。

（2） 花间词的情感化

    相对而言，花间词才真正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各阶层众多女性生活、情思，尽管它多出自词人拟言，但词人往往能将自己感情化入审美形象，从而刻画出女性的独特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风貌，并使之显示出独有的情性特色。所以，花间词呈现出情感化的抒情内质特征。如皇莆松《采莲子》：

船动湖光滟滟秋，举棹，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无端隔水抛莲子，举棹，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

这首词写采莲少女在贪看意中少年，下意识隔水抛莲子时被人看见而害羞不已的情态，少女活泼天真、无忧无虑的情态，可谓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此阙表现了少女天真无邪、纯洁质朴的内心美。

    三、非我化与自我化

   （一）宫体诗的非我化
    出于消忧解闷的游戏态度，宫体诗人视美女如同美物，或极少投入情感，或有意置身情外，以客观的姿态描画女性。女性是外在于主体的他者，以女性为参照，则主体亦是他者。这就决定了宫体诗中女主人公往往以非我的身份出现。如萧纲的《乌栖曲》两则：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

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

这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朱唇玉面的美妓，写的是娇美动人的妓女在罗帷金屏中等待贵公子的光临时的楚楚可怜的模样。作者作为审美主体完全站在客体之外，对对象物进行欣赏与玩味。在这里只有诗人从男性观赏者的角度出发来假设女性的心理，既看不出客体的真实情感与个性，更看不出主体的独特人生体验。

（2） 花间词的自我化

     因为花间词人往往能够设身处地，甚或把自我融入到客体中去，因而有更多的情感投入，词人不满足于抒发共性的情感，因此愈益趋向于以“自我”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以吐露心迹，倾诉衷肠。如韦庄的《荷叶杯》: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据说这首词是为他被蜀主王建夺走的爱妾所作，这一说法虽有可疑之处，但词作凄婉缠绵，而且直接以男性的身份抒发对女性的真挚感情，应该是词人发自内心的情感体验。一切道德的说教在这些“透骨情语”面前都显得虚伪软弱，真诚深厚的感情的凝聚，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四、物态化与人情化

   （一）宫体诗的物态化
    从主体的审美态度与情趣来看，宫体诗与花间词存在着物态化与人情化的差异。宫体诗人秉持的是一种娱乐、游戏、唯美的态度，他们反复打量女性形体，把女性当作一种物体来写，对人的形体、色彩、仪态、心绪进行铺陈与图写，从而使宫体诗呈现出物态化的特点。花间词人则不然，他们或代言、或抒懑，把女人当作人来写，把她们当成有思想有个性的生活中的完全意义上的人来写，从遭遇到思想，从体态到心灵，赋予她们以真实、丰富的情感、个性，体现了其人情化的审美态度。

宫体诗人不论描绘女子体貌、神情、饰物，都采用形似体物、客观写实手法，读者能分明感受到存在着一个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宫体诗人们描述女性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她们的“娇靥”、“玉腕”、“香汗”以及“夜夜言娇尽，日日态还新”的媚态，都是宫体诗人们关注的对象。但他们在描写这些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观赏的态度，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女人在他们眼中，和屋子里的椅子、花瓶，院子里的桃花、杏树没有任何区别，是他们观照的对象，而非感情的对象。例如:“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萧纲《药名诗》)“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庾信《结客少年场行》)“直将刘碧玉，来过阴丽华。”“今年逐春处，先向石崇家。”(庾信《奉和赵王美人春日》)“日静班姬门，风轻董贤馆。卷耳缘阶出，反舌登墙唤。蚕女桂枝钩，游童苏合弹。”(费昶《阳春发和气》)在这些诗里作者都使用着巧妙的手法不时地在暗示或隐喻着情欲与肉感。

另外，在宫体诗人眼中，美女形同器物，没有生命，也无所谓心灵。诗人们几乎没有在诗中表现女性的希望、追求、抗争及独特的情性与思想，没有对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现实进行反思。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现女性的无奈、愁思与哀怨，也只不过选择了与他们脆弱无聊的心理相对应的一种东西作为载体，既可渲泄郁积的情绪，又可通过对比自己更柔弱更无力的女性心理的品玩而化解无聊。因此，宫体诗呈现出扭捏的矫情和物态化倾向。

   （二）花间词的人情化
    较之饱含色欲的宫体诗，花间词却能保持一份雅致，词人们往往以人道主义精神多方面展现女性的生活和感情世界，从而体现出其人情化的审美态度及情趣。词人往往尽可能地设身处地，从女性的处境地位出发，选取最佳视角展示其感情与生活，或因心灵的认同，精神的共鸣，而化入自己的深情，这是宫体诗所不能达到的情感厚度。

且看韦庄《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词人并没有对心中久久思慕、难以忘怀的江南佳丽作一番外型上的精雕细琢，他给出的仅仅是一个朦胧的比喻——“人似月”，但这已经足够。读者可以对月感受“她”的温婉柔美，“她”的脉脉娇羞；更兼词人着意突出的细节——“皓腕凝双雪”，以点带面，使其形象骤然鲜活生动起来。无疑，词人笔下的这位女性风姿绰约。但是，她的美依靠读者的想像来完形。如果说，宫体诗人事工笔绘美人，重在惟妙惟肖的“形似”的话，那么花间词人则兼工带写，化情入境，人情自浓。

    五、感官化与心灵化

    从情感层次来说，宫体诗与花间词呈现出感官化与心灵化的差异。

   （一）宫体诗的感官化宫体诗的内容一般都很浮浅，注重声色表层形式美的细节刻画，从而引起人的感官快适和情绪波动。古人早就指出宫体诗有“意浅而繁”，“其辞类皆浅俗”的缺点。宫体诗人往往喜欢根据一点浅薄的意思加以铺排、渲染，流于表面形式，却很少去深入开掘其中的意蕴，呈现出感官化的特征。而在花间词人的审美视野中，女性的情感世界充满了丰富而细腻的个性色彩。因为词人加入了与女性的情感交流，他们或者成为爱情的一方，与这些女性合演了一幕幕痴男怨女的动人悲剧；或者作为女性的代言人，为她们唱出心底的欢乐和悲伤。在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笼罩下，词人追欢逐乐、纸醉金迷的真实生活状态被淡化、被忽视，只剩下被美化了的多情人的一面，花间词因此也得以开发了一方传统文学不敢涉足而宫体诗又未能企及的抒情天地，完成了对宫体诗的进化，步入了一个心灵化层次。

   （二）花间词的心灵化
    花间词人虽然和宫体诗一样都爱欣赏女性美，但是没有象宫体诗人一样怀着寻求刺激的好奇心理，对女人身体身外的任何能引发色欲联想的物象进行堆砌、叠加。他们淡化对宫女形体外貌的直观描摹，而将着眼点放在女性心理情态的刻画上。词人以其敏锐的直感、合理的想象，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将笔触伸向宫女灵魂与精神的深处，挖掘她们心灵最细腻、深隐、幽微、凄迷的情感世界。他们还能化情入境，以情驭景，寄托深情，这就使得花间词呈现出心灵化的特征。

花间词人还赋予了女性以真实生动的情感个性，如温庭筠笔下的女性：“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梦江南》)，此女外表沉静，内心却缠绵多情；而韦庄笔下的女性，“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菩萨蛮》)，娇俏美艳又痴情率真。再如:“倚门立，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牛峤《望江怨》)“语多时，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牛希济《生查子》)“荒唐难共语，明日还应去。上马出门时，金鞭莫与伊。”(尹鹗《菩萨蛮》)“含恨含娇独自语，今夜约，太生迟!”(和凝《江城子》)在温柔多情的共同情感特征下，这些内心独白和细语叮咛又反映了人物的不同个性和情绪。

由此观之，花间词已经抛弃了宫体诗纯客观的表现方法，淡化了对女性体貌的描写，走上了情感化、心灵化的道路。

    结语

      综上所述，上面考查了宫体诗与花间词在情感性质、审美情趣、审美态度、情感层次及抒情身份等几个方面的特征。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宫体诗与花间词的抒情范式是有明显差异的。概而言之，虽然两者的实质是表达人之欲望，愉悦人之感官，满足人性于审美之要求，这是其与文学本质相契合之处.但是宫体诗由于贵族文人情感的枯瘠和眼界的狭隘，没能创造出生动的意象，缺乏起码的艺术感染力；花间词则抛弃了宫体诗的体物手法和旁观而不融合主体情感的态度，给予笔下的女性以真实的感情、细腻而个性的形态，更揉合自己的性情，故而给词作注入一股鲜活的生命力，也拓展了文学的抒情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花间词实为对宫体诗的一种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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